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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城市在全球推广，尝试通过智能手段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管理、环境、交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城市中广泛提倡。本

文从城市规划视角出发，从理论演变、概念初衷、评价体系、国际实践、应用中的局限和应对等方面，对智慧城市进行审视和反思。首先，本文

追溯智慧城市的理论根源，发现智慧城市的提出不仅受到计量革命以来的理性规划范式的影响，并且贯穿于 20 世纪以来西方城市规划思潮演变过

程的始终。其次，通过综述目前的国际研究，发现智慧城市的初衷包含有效、公平、宜居和可持续等多元目标。以欧盟为例的智慧城市评价体系，

涵盖了智慧经济、智慧人群、智慧管理、智慧移动、智慧环境和智慧生活等多维度测度标准，并在全球城市规划的多个领域中实践应用。最后，

为了应对在国际智慧城市实践中面临的组织、管理、安全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挑战，可以建立一体化的行动框架加以应对；提倡智慧城市，不仅

是口号更应付诸行动，更应关注组织和政策的共同力量。本文通过对智慧城市的审视与反思，认为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智能化程度，

但其本身并不能让城市更智慧。只有在组织、政策和技术的共同作用下，智慧的理念、前瞻的思维方式、可持续性的计划才能将城市引向智慧发

展之路。这对中国未来城市智慧化发展，解决快速城市化中的交通、社会和环境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spread	globally,	 trying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such	us	urban	management,	environment,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This	 concept	 also	 highly	 promoted	 in	China	 recently.	 This	 paper	 reexamines	 Smart	City	 from	 aspects	 of	 theoretical	 roots,	 concept	
initials,	evaluation	systems,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also	 its	 limitations	and	response.	First,	 it	 traces	 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Smart	City	and	finds	
that	 it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rational	planning	after	 the	Metering	Revolution,	but	also	penetrates	 through	 the	western	planning	 theories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Second,	 accumulative	 researches	 define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with	multiple	 aims	 including	 efficiency,	 equality,	
liv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Take	 the	EU	Smart	City	 evaluation	 system	as	 example,	 it	 covers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	 from	 six	 aspects	 such	 as	
smart	economy,	smart	people,	smart	governance,	smart	mobile,	smart	environment	and	smart	community.	Third,	in	the	global	Smart	City	practices,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from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safety	and	privacy,	and	also	IT.	An	integration	action	framework	is	established	to	respond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zation	and	policy,	advocating	Smart	City	is	more	an	action	than	just	a	slogan.	It	concludes	
that	 technology	may	 be	 helpful	 to	 increase	 the	 degree	 of	 intelligent,	 but	 it	 can	 neither	make	 city	 smarter	 by	 itself,	 nor	 solve	 the	 re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quick	urbaniz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	lie	in	that	the	Smart	City	initiatives	cannot	be	meet	by	just	promoting	
IT,	 but	 need	 the	 integration	 of	 organization,	 policy,	 technique	 to	 promote	 smart	 city	 in	 a	 farsighted	 and	 sustainable	way.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implication	for	solving	the	social,	transpor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building	future	smarter	city	practi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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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文请见《白衣骑士之歌》（The White Knight Song）。资料来源：MIT 网站，http://www.mit.edu/people/dpolicar/writing/poetry/poems/
whiteKnightSong.html。

引言

在最近几年中，智慧城市概念犹如城市时尚风靡全球。

自从 21 世纪初被美国 IBM 提出后 [1,2]，智慧城市概念迅速

被欧盟、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接受并推广，纷纷通过

制定相关标准强调信息技术对城市“智慧化”的推动作用，

并且展开了广泛的智慧城市建设实践 [3-8]。不仅在信息领域，

智慧城市也在各国城市规划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地决

策者和规划者希望通过智慧城市手段，缓解城市发展和快速

城市化中的一些问题，如废弃物处理、资源稀缺、空气污染、

公众健康威胁、交通拥堵以及城市设施的破旧老化等基础而

实际的城市问题 [4,9]。

近来在中国，智慧城市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倡

导，并迅速在各地流行起来 [10,12]。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中

国城市也开始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潮，希望通过智慧城市刺

激地方经济，带动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市化发展 [5,6]。

智慧城市在中国的风靡推广已经远远超出信息领域 [13-15]，在

城乡规划实践中，智慧城市也逐渐成为各个层次规划实践

中出现的关键词。智慧城市被视为解决城市复杂问题的万

能药。

其中，按照住建部提出的申报标准，智慧城市应通过运

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搭建城市公共信息

平台，提升城市智能化水平 [16]。按此标准截止到 2013 年末，

在中国已经公布了两批共 193 个试点城市 [16]，这显示了中国

城市正在经历着一场以智能化、数字化、物联化为特征的智

慧城市建设热潮。

然而，辨别智慧城市是一场规划范式的革命、一次影响

深远的运动还是一时时髦的概念风尚，对仍在快速城市化的

中国城市具有深远意义。特别是，回溯和寻找“智慧城市”

在西方提出的理论根源、产生背景、针对问题以及在地方规

划应用中的局限，会对在中国进行智慧城市相关实践提供全

景式的启示和借鉴。

本文从城市规划视角出发，首先从理论溯源入手，探讨

智慧城市概念在 20 世纪以来现当代西方城市规划思潮流变

中的产生渊源与定位，这将为其后的讨论提供明确的理论框

架。而后，将解析智慧城市的原义初衷、以欧盟为代表的评

价体系及其在国际城市规划中的实践，以此对其进行多视角、

多维度的解读。最后，在认识智慧城市先进之处的同时，也

将讨论其在国际实践中面临的局限，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策

略。这些对智慧城市的审视、解析和反思，将对转型中的中

国城市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健康、可持续的城镇化提供参考，

也将为寻求具有国际视野、适合中国城市的智慧城市规划路

径提出借鉴。

1  智慧城市的理论根源——规划范式的演变

智慧城市的理论渊源，不仅可以追溯到计量革命以

来强调大数据支撑、计算机分析方法应用的理性规划范式

（Rational Planning），更与 20 世纪以来西方城市规划思潮的

流变相关。

在现代西方城市规划范式演进中，先后经历了由专家经

验主导到计量革命影响下的理性规划范式，再到人本主义回

归（Cultural Turn）下的辩护式规划（Advocacy Planning）、
沟通式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合作式规划

（Collaborative Planning）范式的转变。在这种范式转变中，

智慧的光芒从未停歇——无论是 20 世纪早期的个人智慧、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理性智慧，还是 80 年代以来的群体智慧，

智慧始终贯穿其中。

在 20 世纪上半叶，以专家智慧、个人经验为主导的规

划范式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占有主导地位。在早期对于

规划者的职业认知中，他们被认为是充满智慧的圣者 [17]。规

划者的职业性质，正如中世纪诗歌所描绘的，“白衣骑士乘

白骏而来，绕城而转后留下一些智慧的话语，拯救万民于痛

苦之中，而后和白马一起消失在夕阳的余晖中。”①

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受到计量革命影响，城市规

划领域开始提倡“事实说话、数据支持”（evidence based, 
data driven）的理性城市规划范式。理性的规划范式提倡采

取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并运用知识帮助做出明智的选

择和决策，这种智慧手段的应用解决了很多快速增长阶段的

城市问题。

理性范式强调在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下预测人们的行为，

因而只要能计算出人们的成本和收益，即可做出最优决策。

例如在运用蒂布特模型（Tiebout Model）经典案例中所描绘

的，如果能精确计算每项成本的潜在收益，就可以通过经济

学理论模型设计出最优的地方公共支出方案 [18]。由此，理

性规划的步骤也可以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而分解成为几个步

骤：设置目标、确定可选择的方案、分析每种方案的影响、

做出决策、方案实施和实施后评估等。在这其中，大数据支

持只是理性规划范式的构成要素之一，而整个规划过程中的

理性智慧才是此规划范式的核心。而有学者系统性地回顾理

性范式提出以来的规划逻辑发现，规划通常是理性和权力双

http://www.mit.edu/people/dpolicar/writing/poetry/poems/whiteKnightSong.html
http://www.mit.edu/people/dpolicar/writing/poetry/poems/whiteKnightSo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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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作用下的结果，并且通常大多数实践案例中权力的作

用大于理性 [19]。

然而，随着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经济增长放缓，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

逐渐显示出来。规划者和决策者也逐渐意识到智慧的有限性，

认识到大数据、新技术在城市规划领域的运用并不是万能的，

还必须结合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和城市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综

合考虑。正如一篇著名的对规划理论进行反思的文章所提到，

“如果你认为某种范式的规划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其实它

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20]

在 21 世纪之初我们重新在城市规划语境下探讨“智

慧”的话题时，回顾现代规划理论演进的裨益在于认识到：

其一，智慧并不是新兴理念或者规划范式，而是始终渗透到

从个人智慧到理性智慧，再到群体智慧的各个时期规划理论

与实践中；第二，智慧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有限理性，

它可以帮助解决某些城市发展阶段面临的紧迫问题，但并不

是一剂包治百病的万能药。

2  解析智慧城市的目标及评价

2.1  多元多义的概念和初衷
从提出背景和针对问题入手，可以更好地理解智慧城市

的概念本源。智慧城市概念的初衷，并非强调科技或智能，

而是为了解决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大都市区出现的一些实实

在在的困境：如资源稀缺、空气污染、健康威胁、交通拥

挤、基础设施落后和老化等问题 [4,21,36]。针对多重问题和挑

战，智慧城市概念本身也包含着多元性。“smart”一词本身

在英语语境下有着多重含义，除了智慧之外，亦翻译为精明、

高明或英明——既包括了战略思想上英明（wise）的“大智

慧”，也指实际应用中聪明（clever）的“小智慧”。在城市

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和学术组织对智慧（smart）概念进行了

更明晰而多元的界定：有效、公平、宜居和可持续 [2,22]。

在中国，智慧城市概念的最初引入首先是在信息科学领

域，强调通过信息化过程推动城市发展，广泛应用信息技术

而使城市物联化、互联化和智能化 [13,23]。以信息科学为载体

的智慧城市概念，突出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数字城市等技术在城市中的应用，并且重视城市中智慧

基础设施建设和智慧产业发展的作用 [14,15,24-26]。在这些研究

中，将智慧城市视为由多个子系统有机构成，可以进行实时

协调、反应、运作和指挥的复杂系统，可以将其理解为城市

信息化过程的终极形式。

近来，智慧城市也受到了管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的关

注。在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已经初步建成的基础上，管理学

视角下的智慧城市概念更加强调城市中的智慧管治（smart 

governance），即通过合理配置城市资源，对城市复杂系统的

智慧运行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其中，认为不仅是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社会资本和环

境资本也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 [27,28]。社会学视角下的智慧

城市，更注重城市物质环境之外，以“人”为核心的人文环

境内涵。认为更“智慧”城市的关键是结合先进技术和人文

理念，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从

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29,30]。

而从城市规划的视角来看，智慧城市被赋予了更加丰富

的内涵。一些从事城市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强调全方位地

理解智慧城市概念，考虑对城市本身作为复杂系统的关注，

而非将其简单作为信息技术实施的空间载体。例如，对于共

同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品质的关注，将城市作为促进智

慧产生和知识溢出的培养基 [11]。又如，认为智慧的内涵除了

信息化，还包含“高效、安全、便捷、和谐、生态、可持续”

等综合方面，可以通过“更智慧”的方式，应对城市化和城

市转型中遇到的问题 [12]。此外，还有学者从城市规划实务出

发，认为可以应用智慧城市规划手段，改变传统规划过程中

依靠专家经验和个人判断的现状，采取智慧化方法进行“一

张图”信息集成，并协调各个部门解决城乡规划中的城镇空

间发展动态监控、资源管理和高效利用、城市防灾减灾和应

急规划、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

智慧经济发展、智慧社区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绿色建筑和

园林绿化等关键问题 [10]。

通过综合以上信息科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城市规划视

角下的智慧城市概念可以发现，智慧城市包含了多元多义的

目标，不仅注重用智能化、物联化、互联化等信息技术引导

城市物质空间发展，更重要的是提倡人文理念下对人本身的

关注和城市社会环境的有效、公平、宜居和可持续发展。

2.2  多维度的评价体系
围绕着智慧城市概念的内涵，不同组织和学者先后制定

了其评价标准，其中，欧盟的智慧城市标准被广泛认同和普

遍应用。在这一标准中，将智慧城市目标分解为智慧经济、

智慧人群、智慧管理、智慧移动、智慧环境和智慧生活等六

个维度（图 1），每个维度又详细分解成为若干具体一级和

二级指标 [4,9]。从欧盟智慧城市评价体系来看，这些指标是

非常多维度、全方位和地方化的，并不局限于对信息技术本

身的关注，而是扩展到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公共服务设施、

城市经济和创业、市民生活质量以及未来发展空间等问题的

综合关注（表 1）。
首先，评价标准体现了多元包容特征，除了物质空间指

标，更加体现对经济、社会、文化空间的重视。例如，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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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欧盟智慧城市评价标准关注的六个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 1  欧盟智慧城市评价的指标体系

构成要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智慧经济 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

经济形象；

生产力；

弹性和劳动力市场；

国际参与程度

研发费用在 GPD 的比重；

知识密集部门就业比重；

人均专利申请；

自发创业比率；

新注册的公司数量；

重要的决策中心数量（例如总部）；

人均 GDP；
失业率；

兼职工作的数量；

总部在城市的公司的上市数量；

航空客运量；

航空货运量

有 71 项二级指标中，只有包括 IT 基础设施、交通连接性等

不到 10 项指标是针对城市物质空间的，而其他指标都反映

了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空间的测度（表 1）。这说明 IT
设施和交通设施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并不是欧盟智慧城市评价

体系的核心要素。其次，评价标准兼顾了客观衡量与主观感

受的结合，强调居民内在体验。例如在对城市环境要素的评

价中，既选取了人们最为关心的雾霾天数和夏季臭氧天数等

客观指标，也将居民对自然保护付出的努力和意见纳入其中。

再次，这些指标具有地方化、具体化的特征，既与居民实际

生活息息相关，又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例如，在测度城市

生活的指标中，选择了人们看电影、参观博物馆和去剧场等

活动的参与率来作为社会文化设施的测度标准，这些活动都

是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实际场景，使普通市民很容易明

白指标含义。

2.3  多领域的智慧规划实践
智慧城市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实践应用是一个不断探索的

话题。虽然在全球实践中的侧重点不尽相同，这些与城市规

划的相关实践通常涵盖生态环境保护、能源高效利用、水资

源监控与管理、交通与物流、城市防灾减灾、社区民生、智

构成要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智慧人群 受教育程度；

终身学习的可能性；

社会包容性；

灵活性；

创造性；

开放程度；

公共生活的参与性

重要的知识中心数量（研发中心、大学）；

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

掌握外语的人口比例；

人均借书数量；

参加终身学习的比例；

学习外语的人口数量；

外国人的比例；

本国人在国外出生的比例；

得到新工作的比例；

在创意产业工作人员的比例；

欧洲议会中选举投票的比例；

对待外来移民友好的环境；

欧盟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

城市议会中选举投票的比例；

参与志愿者工作的情况

智慧管理 决策中的参与性；

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

透明的管理

在城市议会中当选代表的比例；

非居民的政治活动；

非居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城市议会代表中的女性数量；

在公共和社会服务方面的人均支出；

在托儿所中的幼儿数量；

对学校的满意度；

对政府透明度的满意度；

对抵制腐败的满意度

智慧移动 地方的可达性；

国内和国际的可达性；

IT基础设施的可得性；

可持续、创新和安全的

交通系统

每个居民的公共交通网络；

对公交可达性的满意度；

对公交品质的满意度；

国际出行的可达性；

家庭拥有个人电脑的数量；

家庭宽带入户比例；

绿色交通比例；

交通安全性；

使用经济型轿车的比例

智慧环境 自然资源的吸引力；

污染；

环境保护；

可持续的资源管理

日照小时数；

绿色空间比例；

夏季臭氧天数；

雾霾天数；

居民患呼吸道疾病的比例；

居民致力于自然保护的程度；

对保护自然的态度；

水利用的效率；

电使用的效率

智慧生活 文化设施；

健康条件；

个体的安全性；

住房品质；

教育设施；

旅游吸引力；

社会凝聚力

居民看电影的参与率；

居民参观博物馆的情况；

居民去剧场的情况；

预期寿命；

居民人均床位数；

居民人均医生数；

对医疗系统的满意度；

犯罪率；

犯罪致死率；

对公共安全的满意度；

大学生的比例；

对教育系统的满意度；

对教育质量的满意度；

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程度；

过夜游客的数量；

贫困的危险性；

贫困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www.smartcities.eu

续表

http://www.smartcitie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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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产业发展、信息技术引导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10]。

2009 年在奥巴马政府的支持下，爱荷华州的迪比科市

（Dubuque）与 IBM 集团合作，建设了首个美国智慧城市。

在这个 6 万人口的城市里，通过数字化技术建立了供水、供

电、汽油、燃气、交通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物联网络。通过

实时数据监测、分析和整合，在能源消耗和公共交通等方面

进行了优化，显示了智慧城市在城市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实践，

并且提升了当地的公共服务品质 [1,2]。

在欧盟成员国的推动下，欧洲智慧城市更加关注生态环

境、碳排放、交通和医疗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希

望通过分享知识和应用智能技术来提升城市的可持续性，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从 2007 年开始，欧盟相继投资 110
亿欧元，用于高效能源、低碳建筑、智能交通等相关项目，

进行给水、排水、垃圾、交通、热能等“流”的智慧管理和

控制。这些项目分布于哥本哈根、赫尔辛基、巴塞罗那、斯

德哥尔摩、曼彻斯特等欧洲城市，期待到 2025 年实现零碳

排放的绿色环保目标 [4,5,9]。

在亚洲，新加坡和韩国的智慧城市规划实践更加贴近生

活、服务民生。例如，韩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注重以互联网、

物联网的接入来提升市民生活的便利程度，旨在通过普及互

联网，打造公共通讯平台，让市民客户端可以方便享受远程

教育、医疗、家庭看护等服务。新加坡在 2006 年发起“智

慧国家”计划，提倡将物联网新一代技术应用到电子政府、

民生服务等方面，实现用户实时数据分享和交互体验，为市

民提供购物、交通等实实在在的生活资讯和服务，从而为建

设一流的国际化智慧城市打下基础 [7]。

3  智慧城市面临的挑战及应对行动

3.1  智慧城市面临的挑战
尽管有着多元目标和美好愿景，在智慧城市的国际实践

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体现在组织和运营、管理、

安全和隐私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表 2）。首先，在项目组

织和管理方面，研究认为虽然每个具体智慧城市项目的初衷

不同，但是大多数都是政府主导，旨在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

务。因此，这些项目在组织管理上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项

目规模、管理者的态度和行为、服务对象的多样性、缺乏一

致目标、目标之间本身的冲突、不愿改变以及部门之间的冲

突等 [31, 32, 36]。

其次，在管理和政府管理方面，研究显示，对于关键的

政府项目来说，物业所有者的关系和态度是决定成败的重要

因素 [32]。因而，对政府管理来说，面临的挑战包括：物业所

有者是否能在法律框架下充分参与和合作 [6]，政府是否具有

充足的领导力 [33]，政府管理是否尽责和管理透明 [8]，数据共

表 2  智慧城市实践面临的挑战

组织和运营 管理 安全和隐私 信息技术

项目规模的控制 合作和参与性 黑客和入侵者

的威胁

数字鸿沟

管理者的态度和

行为

政府的领导力 病毒和木马的

威胁

新技术带来的社

会不平等

服务对象的多样性 政府的尽责和透明 个人数据的隐私 与现有文化、习

惯的冲突

缺乏一致的目标 数据共享 保障安全的高

昂代价

现有信息技术的

约束

目标之间相互冲突 数据和平台服务 软件和应用平台的

可得性和兼容性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35] 表 2-6 整理绘制

享和数据服务是否能够整体化 [34]。

再次，在安全和隐私方面的潜在威胁成为企业和市民的

最大担忧。由于智慧城市广泛依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光

纤和 3G 等技术，不可避免地遇到黑客入侵、病毒和木马等

潜在威胁，致使基于个人的数据隐私容易被泄露，并导致维

护安全的高昂投入 [3]。尤其是在电子银行、电子钱包、移动

网上购物等方面，客户信息泄露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最后，在信息技术方面，虽然无可否认应用新技术的优

点，但研究同时发现新技术对于城市的综合影响仍然不清

晰。在改善一部分市民生活品质的同时，技术同样加剧了

社会不平等和“数字鸿沟”[34]。新的信息技术还可能面临与

现有文化习惯的冲突，现有技术的约束，以及软件平台兼

容性等问题 [3]。这些潜在的威胁和问题表明，智慧城市相关

的新技术应用对于城市社会公平发展利弊兼有，并不是百

益而无害。

3.2  行动应对：多方参与的行动框架
为了应对智慧城市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基于现有

文献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一体化的行动框架被提出来以强调

多方参与、多元目标整合的重要性 [4,36]。这一框架中传播的

重要信息，即智慧城市不仅是口号，而应广泛应用于实践的

具体行动。具体来看，行动框架分为相互作用的两个层面：

外层通常在提及智慧城市时，根据其多元目标而分化成为人

群和社区、管制、经济、建成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等维度要

素；内层则是在智慧城市实践中推动行动所不可缺少的主体

要素（图 2）。
在很多中国和外国城市的智慧城市实践中，通常在制定

评价指标、推荐实际项目时，直接将外层要素作为关注点——

甚至将“技术”作为外层的要素，强调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

一体化行动框架的重要启示在于，在互动机制中，外层要素

通过内层主体要素才可以发生作用 [4,36]，因此正确认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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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组织等内层要素在智慧城市行动框架中的角色就显得

尤为重要。

（1）技术，特别是新信息技术，作为智慧城市框架中的

中间变量，可以对所有要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值得

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并不能使规划更“智慧”，更不是让城

市“智慧”起来的万能药，而是需要通过提升自身而改善

其他要素，或通过作用于其他要素而提升整个系统的性能。

（2）政策和制度，是技术创新的载体，也是从普通城市走

向智慧城市的关键环节。其中，立法、管制、监督和政治

环境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会对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产

生影响 [35]。（3）组织，作为行动要素的主体，是最核心也

是通常容易被忽视的要素。为了应对组织运营方面的威胁，

通常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提升组织运营：选择具有足够技术

和社会经验的负责人，促进更好的沟通交流，制定更加清

晰和现实的目标，以及对以往实践策略的评估和回顾等 [31]。

4  启示和反思

智慧城市的概念被全球很多城市采用和推广，旨在通过

智能手段解决城市发展中城市管理、环境、交通和基础设施

等方面基本问题，从而达到带动城市经济、培育高智人群、

改善环境质量、优化城市管理、提升生活品质以及促进交通

可达性等综合目标。鉴于智慧城市概念在中国城市被政府、

开发商和电信企业倡导，并且目前先后通过 193 个试点城市

展开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有必要追溯、审视和反思国际上

智慧城市的提出初衷、概念本源、评价体系和实践。

通过追溯 20 世纪以来西方城市规划范式演变，发现其

经历了从前半叶的专家经验主导的个人智慧，50 年代到 70
年代计量革命以来的理性智慧，再到 80 年代人文转向以来

的沟通、辩护、交流式集体智慧的转变趋势。智慧思想始终

渗透其中，并且体现了特定社会背景下理性的有限性。从这

一演变过程出发，智慧城市并不等同于计量革命中强调的技

术手段和大数据支撑，或是城市物质空间的信息化、智能化，

而是尝试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综合途径来解决和缓解快速

城市化中的实际复杂城市问题。

通过回顾国际上智慧城市相关研究，发现其包含着有效、

公平、宜居和可持续等多元目标，以及多维度、主观与客观

结合而地方化的评价体系。例如，通常采用的欧盟智慧评价

体系，体现了在技术因素之外，对城市环境、经济、交通、

文化和生活品质的综合关注。在智慧城市的国际实践中也面

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困境和威胁，国际范围内的学者和决

策者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建立了多方参与的一体化行动框架，

强调智慧城市不仅是口号，更应付诸行动。

深入、全面理解国际上智慧城市的本源、评价、挑战

和应对行动，对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将智慧城市应用于

中国城市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正如所有规划思潮

和范式的提出背景，智慧城市建设也有着特定时期和社会背

景下的理性局限。从普通城市迈向智慧城市是一个渐变过

程——智慧城市的初衷是城市更加高效、公平、宜居和可持

续的发展，而非通过概念引入制造城市之间的“数字鸿沟”

而过于强调信息化、智能化。其次，每个城市的发展阶段和

主要问题不同，其迈向智慧城市之路也应该是充分多样化、

多元包容而不唯一的。最后，尤其对于中国城市规划领域来

说，认识到技术革新带来的物质实体改变只是手段（means），
而非最终目标（ends）；技术本身并不能使规划更“智慧”。

只有在组织、政策和技术共同作用下，将智慧的理念、前瞻

的思维方式、可持续性的计划相结合，才能将城市引向智慧

发展之路。

综上所述，在智慧城市流行之际对其进行审视和反思

非常必要。这不仅有益于从多维度的综合视角应对中国快

速转型和城镇化中出现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真正意

义上改善城市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提升市民生活质量；

也有利于将先进技术与先进人文理念融合，结合国际实践

经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规划途径提供启示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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